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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实验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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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作为教育中枢的教育部与各教育研究团体、专科及其以上

学校也先后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各地。 为适应国难时局,云集于大后方的教育家,将各类新教育理念与

“教育救国”思想相结合,在大后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实验教育,并卓有成效,重庆也由此成为国统区实验教育

中心。 考察战时大后方实验教育开展的基本概况,不仅可以揭示政治变迁与教育改革的关系,还可以丰富近代

教育史研究,对我国现有深化教育改革及教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发展、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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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育理论为近代重要教育理论之一,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教育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相关

实验活动值得深入研究。 学界对战时大后方教育研究多集中于专科及其以上学校的内迁办学史,以及

社会教育、民众教育、乡村教育诸方面。 由于资料收集困难,学界对这一时期在大后方推行的实验教育

的研究与关注较少,现有文章侧重于对个别实验团体、机构,抑或个别教育家诸如晏阳初、陶行知等人教

育理念的梳理和史实回顾,如《华西实验区卫生建设研究》 [1] 《抗战后乡村建设的复兴:中华平民教育促

进会华西实验区研究》 [2]等论文,对华西实验区的卫生与乡村教育展开了讨论,但对于战时大后方实验

教育总体情况的研究尚未展开。 本文考察教育部与各教育机构在战时大后方开展实验教育的基本概

况,以探讨回顾近代中国实验教育发展的历程,总结其成效与不足、经验与教训,不仅可以丰富近代教育

史的研究,对现有教育改革及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统筹发展、均衡发展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加强

当前各级各类教育建设并以此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和繁荣,具有现实意义。

一、战时大后方实验教育的缘起

实验教育学是一种以教育实验为标志的教育思潮,它于 20 世纪早期产生于德国。 新文化运动时

期,国内传统的封建教育及其思想受到了空前猛烈的抨击。 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西方各类教育新思

潮、教育改革实验纷至沓来,包括狄尔泰、斯普朗格、利特等的文化教育学,杜威、克伯屈等的实用主义教

育学,乌里、A·瓦斯凯的制度教育学,家里宁、凯洛夫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鲍尔斯、阿普尔、布迪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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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教育学,德国的梅伊曼和赖伊(拉伊)实验教育学
 [3]39。 其中,实验教育学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教育

界,并在战时大后方得到了充分实践。

(一)实验教育理论的提出及内涵

实验教育理论产生于近代自然科学实验,其从物理学、化学的范围应用到生物学和生理学,并取得

较大成效,再应用到心理学和医学。 随后,医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曾经依照这种原则受过训练

的教师,便想到应用实验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儿童身心的发展和教育上的问题。 1901 年,德国教育家梅

伊曼首先将实验教育思想称为“实验教育学”。 1910 年,德国教育家赖伊的《实验教育学》发行第三版,
其中系统阐释了实验教育思想,初步具备教育学体系。 梅伊曼与赖伊的研究引发了广泛响应,越来越多

的教育学家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密切关注,实验教育思潮风行一时,并迅速扩展影响到欧美主要国家,
从而形成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欧美教育实验热潮[4]147。 实验教育学家提倡把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

果和方法应用于教育研究;主张用实验、统计、比较的方法探索儿童心理发展过程及其智力发展水平;用
实验数据作为改革学制、课程和教学方法的依据。 其主要特征在于用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教育

问题,用科学的统计以及客观系统的观察来解决教学和教育上的问题,观察实验对象在教育过程中的发

展、变化特点,并据此揭示教育原理,确立教育原则,实现在教学和教育上应用新研究方法,从理论上和

实践上证明实验的研究方法特别适用于在教育上的应用实验。

(二)实验教育理论在国内的广泛传播

20 世纪 20 年代,实验教育理论随着留学生的归国及各类实验教育书刊的翻译出版,在国内教育界

逐渐传播开来。 介绍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廷光、王秀南、金澍荣、黄觉民等人。 “经教育界之

努力,实验教育之呼声逐渐成为有力呐喊。” [5]11922 年,东南大学附中实行道尔顿制,开创了实验教育

先河。 随后,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也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实验[5]210。 此外,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也建

立了各类实验中小学。 这些实验中小学的广泛创立,是教育界对教育实验的较早尝试,尽管该时期的教

育实验仅限于对学校教育及教学方法的实验。
从 1922 至 1925 年间,平民学校遍及国内各地。 1926 年起,晏阳初建立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开展

平民教育实验工作。 同时,各大学与相关机构也纷纷推行各类教育研究与试验,如中华职业教育社、江
苏省立教育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燕京大学社会系、苏州基督教青年会等团体。 它们以“各种不同的

方式,分别努力于民众生产技能之获得,与知识之进步” [6]
 

。 1928 年,“国立中山大学”创办教育学研究

所,着眼于缩短小学修业年限研究实验,该所的成立,为近代中国教育研究机构创立的重要标志。 之后,
无锡教育学院从事社会教育试验,大夏大学着重编纂实验教育资料,并搜集相关教育著作,“国立中央

大学”与清华大学以心理实验与统计著名,实验教育“这种蓬蓬勃勃的生气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瑰

宝” [7]
 

。 随着各大学教育实验所的设立,学者对教育实验的推进与研究,表明教育界对实验教育有了广

泛的关注与了解。 1933 年,国内出现了实验教育的最早刊物———《实验教育》。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制

定、颁布多项关于学术研究及其机构的法规,教育研究机构也因此获得了相关的制度保障,实验教育也

走上了正规化的发展道路,直至 1937 年,全面抗战结束,其工作方告停顿。

(三)各实验教育机构云集大后方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积极推进各类实验教育,组织初等教育实验研究辅导委员会,旨
在“依照科学方法,主持处理全国初等教育之实验研究事项,藉使初等教育逐渐改进” [8] 。 在教育部推

动下,各教育机构纷纷从事实验教育。 由此,大后方实验教育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1938 年夏,西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添设师范科研究所教育心理学部与教育学部[9]40,

从事各类研究与实验。 其在军警心理研究、大中小学生心理研究、实业心理研究、学习心理研究等方面

都有丰富的收获[10]
 

。 1940 年,教育部筹设“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以培养社会教育人才,研究社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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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11] 。 该院设有研究部,“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教育相关理论与实施,从事社会教育学术研究,探
讨社会教育实施方法” [12] 。 该院还设乡村教育实验区、国民教育实验区、民众教育馆、实验巡回施教队,
从事各项社会实验工作[13]

 

。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作为其时全国唯一的最高社会教育人才训练与学术

研究机关,为“我国教育史上之创举,以培养社会教育专门人材,研究社会教育高深学术为任务” [14]480。
1940 年 9 月,当局在江津白沙设立“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该院为国统区唯一培养女子师资所设最高实

验学府,设七系及三个专修科[15]280。 1939 年,四川省教育厅成立教育科学馆。 该馆除对日常的各类实

践问题开展研究、调查及实验外,还负测验统计、教育调查、设计和编辑中小学各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实
验和编辑、推广工作。 其自身定位为“对政府为教育学术与行政之咨询机关,对本身为教育学术与行政

之研究机关,对全省各级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为辅导机关” [16]
 

。
其时,私立的实验教育研究机构有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和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等。 邰爽秋创办的民

生建设实验院,抗战爆发后设于重庆鱼洞溪。 其主旨为实验适于民生建设的教育制度,应用实验结果以

协助完成中国民生建设。 此外,晏阳初于 1940 年在重庆北碚创建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是中华平民

教育促进会培养乡村人才的高等学校。
为适应战时环境,全方位推行战时实验教育,当局也在大后方设立各种实验教育机构,开展各类教

学实验。 如异军突起的“学生营”与社会教育工作队以及民众教育馆。 教育部先后在重庆、康定等地设

立“学生营”。 作为战时新型教育机构,学生营不以校政机关为主体,不以固定校舍为限制,通过一面授

予基本课程,一面指导实际服务,以求“知行”与“学用”合一[17]
 

。 当局先后在后方各地设立社会教育工

作团、巡回戏剧教育队、实验巡回歌咏团及巡回施教队等社教工作队。 社会教育工作团主要进行民教制

度实验、民校教材的研究和民教方法检讨等。 实验巡回歌咏团及巡回施教队,在大后方各省巡回施教以

普及民众教育。 其还曾先后组设戏剧教育队及实验教育队,在各省重要城镇巡回上演[18]
 

。 各队分为总

务、宣传、教育、研究四组,教育组负责抗战常识训练班,研究组进行各种访问、调查及搜集编撰民间的文

艺[19]
 

。 此外,当局于 1939 年筹设青木关民众教育馆,1941 年更名为实验民众教育馆[20]
 

。 该馆担负示

范并辅导全国各地民众教育馆之责,成效显著。 “历年研究实验成绩深获全国社教人士称许,辅导川东

南各县(市)民众教育馆,淬励社会教育事业之改进。” [14]851

由上可知,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实验教育机构数量大幅增加,类型呈多元化趋势,体现了近代中

国实验教育研究机构的拓展。 实施实验教育的机构主要有教育部、专科及其以上学校、教育研究所或师

范研究所、各省市科学馆、民众教育馆,还有部分私立教育研究团体,这些机构不仅实施学校实验教育,
还关注社会教育与民众教育的实验。 这不仅有利于教育实验工作的开展,还保证了教育理论研究与教

育实际工作有效的结合。 再现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与其时中国教育实际的逐步融汇、其时中国教育

理论与实践逐步结合的过程,为近代中国实验教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平台,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

制度保障,这既是教育研究本土化、科学化的进程,也是其专门化、制度化的进程,从而构成中国近代实

验教育与教育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教育学术化建设的进程。

二、战时大后方实验教育的实施与成效

在教育部助推下,大后方各教育学术机构,根据其宗旨与任务,结合战时环境与大后方实际,积极开

展各类教育实验,力求解决各类新教育发展所产生的各种问题。

(一)各教育实验区的擘画与分布

为有效推进各类教育,在分析研究教育新发展和深入调研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当局与各机关团体先

后在大后方各地设置国民教育实验区、社会教育实验区、家庭教育实验区、边疆教育实验区等各类教育

实验区,以推广示范各类教育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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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力推行国民教育,当局先后在大后方设置各级国民教育实验区。 1940 年,在第二届师范教育

会议上,决议各师范学院对于国民教育问题应切实研究实验[21]
 

。 随后,当局在重庆设立国民教育实验

示范区,各大学与教育团体也在大后方各地办起了各类国民教育实验区。 豫、甘、川、粤、鄂、闽、滇、黔、
桂、赣、康、宁、渝等十三省市均成立了国民教育实验区,实施国民教育研究、实验及辅导与从事政治、文
化、经济、保卫方面的实验[22]293-357。 重庆教育局也在沙磁区、南岸等地设置了多个实验示范区,负责办

理国民教育研究实验及推广。 实验区以实验各项国民教育新政、国民教育新教学法为目标,实验“国民

教育各项法令在实施中所产生的困难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23] ,辅导地方教育及自治人员,寻求经济文化

建设最有效办法,以促国民教育的普及。
当局也在重庆各地建立社会教育实验区,在实验区内设实验民众学校、实验补习学校、实验民众教

育馆等社会教育机关,“实验普及基本教育,发展国民经济,助成民主政治,而尤重乡村基层之建设,以
及成人教育之设施” [24] 。 1942 年,当局在重庆设立中央民众教育馆,从事民众实习教育实验、失学民众

补习教育实验、扫除文盲与社会教育教材教法,以及民众学校教育制度等问题的实验。 国民教育实验区

的设立,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层合流,以实验国民教育各项法令在实施中所发生的困难及其解决

方法[25]
 

。 1941 年 3 月间,当局指定“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承办第一家庭教育实验区,研究并试验实施家

庭教育的有效办法。 以重庆江津白沙镇为范围,成立若干妇女教育班,民众书报阅览室、民众问事处等

机构[14]436。 “国立社会学院”成立后,以璧山县城东乡为家庭教育实验区和推广区。 家庭教育实验区的

设置,有效配合了大后方各地社会教育与平民教育的开展。
教育实验区主要解决实验教育如何与其他机构统筹与协调的问题,通过发动各类社会团体和民众

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政策保障、经费保障、资源保障等实验教育保障

机制。 这些教育实验区对实验教育工作有引领和辐射效应,能为实验教育提供框架、推广和普及。 在教

育实验区推进的过程中,也可根据各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发展状况,决定各地实验教育的组织方式、运
行机制和教育内容,开展贴近民众、多形式、多层次的教育实验活动。

(二)各级实验学校创设成立

当局与内迁的研究院所在大后方各地建立了各类实验中小学、实验班与实验训练班,广泛开展各类

实验。 1938 年,设 5 所边疆实验小学,1940 年度增设 15 所[8]30。 中央大学教育心理研究部创办中学心

理教学实验班,挑选天资聪颖的儿童,完全采用试验方法施教。 经实验,发现国文文章内容、学生个性等

都与背诵学习有关系,这对国文教材的选定有了依据与把握[25] 。 “国立社会学院”附属中小学与师范学

校都担任了一定的教学实验任务。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也先后在沙坪设立多所实验小学,以从事相应的

实验工作。
此外,当局还在后方各地创设各类实验教育训练班,训练各级学校教师学习各种新式教育方法,以

推行全国。 如,推行卡片识字教学,缩短学习时间,提高儿童学业水平,改良教学方法等。 当局曾在汉口

与重庆举办训练班,将受训学员分别派往川鄂桂黔各省开办实验班,以实验该项教学方法。 教育部与四

川省教育厅重庆市政府及省立重庆女师附小、川东联立师范附小、私立巴蜀小学等校接洽,派遣学员前

往开办实验教学班,推广实验[26]332。 除办理实验班外,还令湖北省教育厅在恩施设置卡片教学法实验

小学两所,在重庆青木关设置中心小学,采用卡片教学方法,以便积极推进此项实验工作[22]170。

(三)有针对性地开展实验教育

在重庆期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委托,中央大学教育心理学部和中国教育心理研究所对

西南各省小学生学力调查实测,对湖北、贵州、四川三省十万大中小学生开展测验。 如各地、各校间学生

能力的比较,男、女学生能力的比较,以及这些能力相互间的关系。 还通过对中小学生体格检验,比较体

格发育与智慧、学力之间的关系[25]
 

。 此外,
 

1941 年秋,
 

艾伟接受教育学会理事会委托,对重庆迁建区小

学生智力学力进行调查。 1942 年夏,艾伟等修订完成《实特勒(R. Pintner)氏幼童团体智力测验》,用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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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学五六年级及初中各级智力测验、国语默读测验,算术基本习惯测验、算术应用题测验、社会测验、学
力上两性差异测验、小学常识与自然测验[27]

 

。 通过问卷、测量、调查方法来收集相关数据,注重教育方法改

良与效率的提高,采用观察统计和实验来补充旧有的研究方法,对提高各级教育质量与效率有重要的

意义。

(四)各类实验教育刊物应运而生

各类实验教育材料与刊物在此期间大量刊发印行。 实施实验教育亟须编辑教材。 为此,当局在第

二期实验教育训练班毕业学员中酌选十人编辑实验教材,以推广教育实验。 各教育机关也发行一些实

验教育书刊,以中央大学教育心理学部与“国立社会主义学院”为例,两校先后刊行十余种实验教育刊

物。 “国立社会学院”为推进实验研究,先后编撰丛书、季刊、编辑民众读物、补充读物、社会教育辅导丛

书多种[28] ,还发行各类实验教材与调查报告。 这些刊物刊载了实验教育的推行及其结果,“对这些问题

全用实验方法,用心理学和统计学剖制而成,这些是纯粹合乎科学条件的。” [26]332 这些刊物以及各类学

术丛书、专刊、实验调查报告对“社会教育理论已有新的建立,社会教育方法与教具也有新的改善与创

制” [11] ,说明理论界已经将实验教育纳入研究视野。 这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发表成果、宣传运动、
获取社会支持的平台,也推动了教育实践领域内的改革,推广了实验教育研究成果。 同时,这也是一个

有关实验教育交流与传播的渠道,有利于实验教育学术传播。
在大后方设置的这些实验教育研究机构,通过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建立各类教育实验示范区,极力

发展各类教育事业,唤起了大后方民众对教育事业的关注。 在改进学校教育、推广社会教育、创设教育

研究机构、培养各级师资、领导与促进地方教育、激励民众抗日救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尽管这些

实验教育机构设立的背景动机各异,实施实验教育的路径也各不相同,但这些实验活动为教学、科研提

供了施展舞台,充实扩展了教学科研内容,普及传播了实验教育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陪都重

庆乃至大后方教育教学方法的改进,也在一定程度改变了战前西部地区教育落后的状况,而陪都重庆由

此成为国统区实验教育的中心,促使先进的教育理念播撒到西部腹地。 这是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在教

育领域的体现,也是大后方教育能够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

三、战时实验教育的特征与缺失

实验教育注重实验,对破除教育成见,鉴别教育方法的优良,培养研究精神都有积极意义。 具体而

言,战时大后方的实验教育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

(一)注重实践是其立足点

实验教育工作的广泛开展,是战时大后方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和缩影。 各院校及教育团体在正常教

学科研之余,通过多样化方式开展实验教育。 “注重实践,使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不再是死读书,读死

书。” [29] “中国实验教育应该针对现实。 ……以为中国本位教育,尤其是教育中心的社会建设辟出一条

新生的道路!” [9]该时期的实验教育,一方面适应国难时局的现实需要,为实际教育问题寻求理论上的

学术基础,为社会现实问题推求变化;一方面对过去与现有教育开展批评与检讨,重新估定其价值,并对

教育本质、教育意义做了综合性研究。 这说明集体意识和有组织教育已受到重视,一反之前个人自由主

义的教育。 大后方实验教育不仅培养了各教育机构的服务、奉献精神,而且还促进了教育学术的发展,
增进了教学研究机构与社会的联系。

(二)扩大教育对象是其最显著的成效

总体而言,战时实验教育扩大了教育对象,实现了从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变。 自全面抗战以

来,随着各项实验活动的展开,施教机关、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范围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实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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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育的机构与人员大为扩大,有教育部、专科及其以上学校、社教机构、公私立教育团体;施教人员由

学校教师、一般社教人员而推至一切知识分子,而男女老幼全体民众都网罗在实验教育之内,成为实验

教育的施教对象。 “社会教育为新兴的教育事业,教育对象广泛、使命重大,如何设施,方能收效,实为

一种亟需研究实验之问题。” [29]战时的实验教育配合社会现实需要,适应民众生活的要求,使教育呈现

出大众化、生活化特征。 即将传统教育的范围从横的方面加以扩大,纵的方面加以延长,改变施教方式,
充实施教内容,使教育在本质上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同时,它向民众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开启了民智,
使普通民众受到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洗礼,提高了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三)救亡图存是其最高目标

抗日战争在改变其时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与格局的同时,也使其时中国教育获得了新的转机,为中国

教育注入了全新的内涵。 如何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使教育的永久性与时代性有效

配合,成为其时实验教育开展的前提与研究对象。 各实验教育机构一方面着眼于对以教育学术为根本

的综合研究实验,另一方面也加强对现实教育问题的研究实验,特别注重对于社会教育与国民教育理论

与实施技术的研究与实验。 其时,以“国难教育” “非常时期教育” “抗战教育” “民众教育”等为主题的

著作出版甚多。 教育的目的、方针、计划和政治目的、方针、计划渐趋一致。 教育已逐渐和民族革命的政

治需要相一致,“民族意识及国家观念,已得到高度的发扬。” [18] 通过实验,“统筹大中小学的教育,以借

用、迁移、改革为方法,全盘考虑中国的教育制度” [30] ,其目的在于为国家陶铸抗战救国的忠勇战士,充
实民众的基础知识,灌输民众的抗战常识,训练民众的抗战技能,增强民众的生产能力,坚强民众的抗战

意志,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 如中华平民教育会之农民抗战教育团、教育部社教工作队,这些机构在大

后方巡回施教,流动教学,参与战时民众动员,加重了教育的任务,增添了许多与宣传及组织所用的材料

与方法。 总之,在战争环境下,实验教育在更多层面高扬救亡和启蒙的主旋律,提高了大后方民众的民

族觉悟和爱国热情,激发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战时动员与全社会抗战氛围的形成,增
强了民众对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四)战时实验教育的不足

全面抗战时期,教育部及各类教育机构在大后方各地开展了名目繁多的实验教育,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其一,当局对实验教育缺乏整体规划,各研究机构与研究团体缺乏有效的分工与合作。 实验教育的

推行须结合当时教育的现状与社会的需要、衡量利弊,召集专家与学校当局共同研讨制定周全的实施计

划,按步骤推行,才能收到实验教育的效果。 然而,大后方的实验教育未能形成一个有机的实验体系,各
机构未能进行有效分工与合作,以至于出现较多人力物力的浪费。 此外,当局对于新教育的实验,或专

家个人在教育科学上的拓荒,其扶持奖助有限。
 

其二,有效的实验结果缺乏推广应用。 由于缺乏分工合作,通过实验研究出来的有效且简单易行的

结果,未得到充分利用或未能有效推广。 中央大学教授艾伟曾表示,“怎样应用科学的方法举办大学入

学实验和研究生入学实验,我们在最近五年中不断的研究曾经获得可靠的结果。 将这些结果贡献于考

试委员会是不会采纳的。 至于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看了我们的报告以后,则认为和他们的研究相

符。 在入学实验中他们是早经实行那些方法的。” [26] 实验虽然有效,应用却未普遍,也就失去了实验的

目的。 当然,由于各实验教育机构的设立背景动机不同,实验教育发展状况也参差不齐,实验教育活动

范围也无固定标准,开展成效也有较大出入和区别。
其三,部分实验教育,有“实验”之名,无“实验”之实。 除少数实验学校成效显著,而能实行真正科

学的可控制的实验工作的机构不多。 实验学校的设施,未必为实验教育所用,而为实验教育努力的未必

为实验学校,故实验学校与实验教育不可相提并论。 此外,实验学校多设于都市,实验教育在乡村推行

不多,这些原因都限制了实验教育的推广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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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以后,随着国民政府及其教育当局回迁南京,以及东部高校与教育机构的相继复员,许多

在大后方从事教育实验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回迁,各教育研究机构的人员、设施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实
验教育中心再次发生转移,相关实验工作不了了之或虎头蛇尾。 此外,受制于时局动荡、经费短缺、人力

不济、督导不力等多方面原因,实验教育及其学术研究难免遭受冷落,其成效更是受到较大影响,各类实

验教育在低迷状态中逐渐走向衰落,战时在大后方广泛开展的实验教育由蓬勃而趋于消沉。

四、结　 语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战区及周边高校、教育研究机构西迁,实验教育中心也转向大后方各地。 在

国民政府教育当局的助推下,这些教育机构积极以教育应对国难,在动荡的时局中改善推进教育实验工

作。 在“教育救国”思潮影响下,推行“国难教育”“救亡教育” “民族复兴教育”,有效发挥了教育服务于

抗战与战时社会的重要作用。 战时实验教育较平时教育更能针对时需,检正弱点;也能结合战争环境与

大后方现实需要,开展一些针对性的教育实验,对推进义务教育、民众教育及大后方教育整体的发展有

重要意义。 总体而言,这些教育实验使大后方各级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教
育系统更加完善,接受教育培训的民众更加广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战后,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高校与教育机构的相继复员,实验教育中心再次发生转移。 但不论

如何,战时大后方实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成绩和历史作用不容忽视与否定,其作为我国近代教育发展中

的一段重要内容,是西部教育现代化历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总结这段历史,对提升国家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对标新质生产力对创新型人才的新需求,系统建构教育数字化赋能创新型人才培养体

系” [
 

31]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

一体改革,以及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统筹发展、均衡发展均有一定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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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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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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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ll-out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moved
 

its
 

capital
 

to
 

Chungk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various
 

educ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so
 

moved
 

to
 

the
 

rear
 

areas
 

with
 

Chungking
 

as
 

the
 

center.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national
 

crisis,
 

the
 

educators
 

gathered
 

in
 

the
 

rear
 

area
 

combined
 

various
 

new
 

educational
 

concepts
 

with
 

the
 

idea
 

of
 

“ education
 

to
 

save
 

the
 

country”,
 

restored
 

and
 

originated
 

relevant
 

books
 

and
 

newspapers,
 

established
 

various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stitutions,

 

and
 

strove
 

to
 

practice
 

various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with
 

the
 

national
 

crisis
 

developed.
 

In
 

the
 

rear
 

area,
 

all
 

kinds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were
 

vigorously
 

carried
 

out,
 

fruitful
 

results
 

were
 

achieved,
 

and
 

Chungking
 

became
 

the
 

center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war.
 

After
 

the
 

war,
 

with
 

the
 

relo-
cation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to
 

Nanking,
 

relevant
 

people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lso
 

moved
 

back
 

to
 

their
 

hometowns,
 

and
 

some
 

of
 

the
 

experimental
 

education
 

content
 

was
 

unfinished.
 

By
 

combing
 

the
 

relevant
 

litera-
tu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in
 

the
 

rear
 

area
 

during
 

the
 

Sino-Japa-
nese

 

war,
 

which
 

can
 

not
 

only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hange
 

and
 

educational
 

reform,
 

but
 

also
 

enrich
 

the
 

research
 

of
 

modern
 

education
 

history,
 

and
 

hav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existing
 

educational
 

re-
form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Keywords:the

 

All-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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